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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也是生产力*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何 轩 马 骏

提要:非公有制经济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新时期执政党工作的重要内容。
那么，基层党建究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何种影响? 具体作用渠道是什么? 现
有研究还相对匮乏。基于民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库，本研究对上述问题有
如下发现:民企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这一过程的作用机
理在于，党组织引导民营企业投入了更多的生产性活动。但出于对企业控制
权稀释及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流失的担忧，家族涉入导致企业治理和决策受到
干预，进而影响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本文展示了民企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和重
要性，为执政党“为何要”以及“如何能”增强非公有制党建工作提供了经验
证据，同时也为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体制下的民企内部治理提供了理
论和现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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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民营企业在数量、规模、吸纳就业人数、国民经
济总量比重和税收贡献等关键经济数据的表现，都说明民营企业已经

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
下，如何使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实际经营中发挥作用，如何从理论层

面建构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机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党组织

建设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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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 2012 年第十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结
果，有 30. 8% 的企业已经建立基层党组织，比 2002 年增加了
12. 41%。①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
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积

极探索党建工作多种方式，努力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

盖。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企业……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
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执政党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党
组织建设的重视程度。但在实践中，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往往受
到所有制、经营方式、经营对象等因素的约束，党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在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是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存在的，其直

接作用于企业内部，发挥政治核心职能，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

度来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 ( Chang ＆ Wong，
2004;马连福等，2012，2013;陈仕华、卢昌荣，2014) 。而在民营企业中，
党组织有别于国有企业党组织，人、财、物均不直接管理，基层党组织发
挥的是一种间接作用，具体体现在引导、监督、维权、统战、协调和企业
文化建设等方面( 李少斐，2008 ) ，其实质在于探索党组织建设和企业
发展间的最佳结合。因此，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重心之一在于“围
绕企业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那么，基层党组织建设究竟为
民营企业带来了何种影响? 梁建等( 2010) 发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能
够引导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何轩、马骏( 2016 ) 发现，在所
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

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于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

动的投入。龙小宁、杨进( 2014 ) 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建立
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职工工资以外的福利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的确为民营企业

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良性影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国务院新闻办

( 国新办) 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更是指出: “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
现象，不论是国有控股还是私营控股或混合所有制，这个公司只要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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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2002 年和 2012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



党的建设，这个公司业绩就好，立于不败之地”。①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
象是中小民营企业，上述现象是否也同样存在? 亦即，中小民营企业基

层党组织的建立能否有效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这是本文关注的第一

个问题。进一步，如果基层党组织能够显著地影响民营企业的绩效水
平，那么其中的具体作用渠道是什么? 这是本文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最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可能还受到企业自身特质的影响。因此，本文
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民营企业的内部因素( 家族涉入程度) 如何影响

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水平提升间的关系。
本文可能具有以下三点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拓展了民营企业党建方面的文献。现有关于民企党建

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阐述和定性研究方面，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国企

党建方面的实证文献( Chang ＆ Wong，2004;马连福等，2012，2013;陈仕
华、卢昌荣，2014) ，但私营经济党建研究迄今为止还缺少清晰的理论
或模式分析，停留在对于国外理论或范式的总结和争论阶段，特别是民

营企业这一重要的中国特色制度产物并没有正式纳入党组织建设的研

究范畴。基于此，何轩、马骏( 2016 ) 率先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于
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
进一步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于民营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和效果。
第二，本文拓展了政治联系方面的研究文献。过去政治联系研究

集中关注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 企业家的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身份) 以及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忽视了组织层面的

因素，比如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而在中国近现代政商关系的发展
脉络中，党组织的建设和渗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认为，个体层面
的政治联系是一种“外向个体谋取型”政治纽带———企业主通过正式
的政治身份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资源和产权
保护等。相反，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则是一种“内向组织变革型”政治
纽带，尽管它也能够通过组织资源和力量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和资

源，但其作用机理还蕴含了通过党组织的融入变革内部组织体系，可以

说是组织这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的一种自我变革，明显

有别于目前政商关系研究中关注的企业家个体层面。
第三，本文拓展了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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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等内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产生作
用，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现有从公
司治理角度研究党组织对企业治理结构影响的文献大多基于国有企业

样本( 马连福等，2012，2013; 陈仕华、卢昌荣，2014 ) 。我们认为，不应
忽视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因为党组织嵌入是执政党与民

营企业间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这一常设机构同样
可以提升民营企业的治理效率，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建立党组织与企业

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互动沟通机制，党组织与董事会联席会议等制
度实现，促使党组织的主张与企业的决策有效融合，进而提高企业的治

理效率。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文献回顾和假设的提

出;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对前述假设进行实证检

验;第五部分概括本文的结论和研究贡献。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历史与现实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渗透及延伸就一直是
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

的源泉( 亨廷顿，2008) 。但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迅速
成长和集聚，其展现的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挤占了执政党

的社会空间，削弱了执政党的渗透和延伸力量。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
策略将民营企业统合到政党国家体系中，限制其潜在威胁的同时利用

其不可替代的经济社会建设功能，便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 何轩、马
骏，2016) 。依照组织嵌入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组织建设原则，中国
共产党从 1993 年正式开始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到民营企业中，颁布了
一系列法规条例来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那么，效果如何

呢? 表 1 给出了 2002 － 2012 年全国范围内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以及
企业中党组织建设的客观状况。从调查中可以发现，近 10 年来，具有
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始终占被调查总数的 30%以上且呈现上升趋
势，没有入党的民营企业主对于入党的渴望也有所加强。同样的，从
2002 年开始，企业中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占比呈现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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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2012 年比 2002 年增加了 12. 41%。至少从客观上来看，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嵌入”过程是卓有成效的。

表 1 民营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入党意愿与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建立情况

调查年份 具有党员身份 有入党意愿 设立党组织

2002
总数 972. 000 545. 000 892. 000

比例 . 299 . 167 . 274

2004
总数 1126. 000 411. 000 899. 000

比例 . 313 . 114 . 250

2006
总数 1395. 000 368. 000 1129. 000

比例 . 364 . 096 . 294

2008
总数 1372. 000 421. 000 1294. 000

比例 . 335 . 103 . 316

2010
总数 1838. 000 1043. 000 1275. 000

比例 . 398 . 226 . 276

2012
总数 1662. 000 1666. 000 1565. 000

比例 . 328 . 328 . 308

注:资料来自 2002 － 2012 年全国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

(二)政治联系的表现形式及作用

我国政商关系的发展，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政策助推

过程。从执政党统合的视角出发，目前我国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包含两
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过程，赋予企业主政治

身份;二是执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过程，在企业中设立基层党

组织。就个体层面而言，党和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赋予企业主政治
身份，一是中国共产党开放组织体系吸纳企业主入党;二是通过政治安

排的方式赋予企业家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就组织
层面而言，执政党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到企业中。
以往的政商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主个人政治联系上。这些研

究普遍发现，民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能够给企业
带来融资便利( 胡旭阳，2006; 余明桂、潘红波，2008 ) 、产权保护( 罗党
论、唐清泉，2009) 、税收优惠( 吴文锋等，2009) 、政府补贴( 余明桂等，
2010) 、行业准入 ( 罗党论、刘晓龙，2009 ) 、关键资源的获取 ( Zhou，
2012) 等一系列“政治租金”，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和绩效( 吴文锋等，
2008;田利辉、张伟，2013 ) 。但这些研究大部分以企业家个体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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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政治身份以及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来考察政治联系，忽视了

组织层面的因素，比如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而在中国近现代的政
商关系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渗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认为，个体层面的政治联系是一种“外向个体谋取型”的政治

纽带，亦即企业主通过正式的政治身份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从外部为

企业谋取信息、资源和产权保护等。相反，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更多的
是一种“内向组织变革型”政治纽带，尽管它也能够通过组织资源和力
量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和资源，但其作用机理还蕴含了通过党组织

的融入变革内部组织体系，可以说是组织这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和市场

经济融合的一种组织自我变革，明显有别于目前政商关系研究中关注

的企业家个体层面。比如，就国有企业而言，基层党组织拥有参与重大
经营决策、雇佣、薪酬契约等的权力( 马连福等，2012，2013; 陈仕华、卢
昌荣，2014) ，因此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有较大影响，具有治理机
制的特征。而在民营企业中，基层党组织与“政”完全分离，不直接控
制企业的资源，更多的是发挥监督、维权、统战、协调、引导的作用，通过
协调社会、政府、职工等关系，帮助非公有制企业搞好生产经营、提高经
济效益、提升企业文化、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 李少斐，2008) 。虽然不
直接控制资源，但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往往会参与企业的重要会

议与决策过程，比如与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互动沟通，参与董事会
联席会议制度的设立等。这些举措能够保证党组织主张与企业的治理
和决策更好的结合，进而引导民营企业“围绕企业生产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生产”。
由此，我们认为，个体层面的政治联系和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是有

本质区别的，前者表现出“外向个体谋取型”特征，而后者则具有“内向
组织变革型”特征。事实上，民营企业党组织架设了民营企业和执政
党互动的桥梁，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型政企互动关系。党组织嵌入是
执政党与民营企业间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其本质
上不同于政治关联这类非正式的和个体与组织间的制度产物，不具有

寻租性、功利性和投机性特征，其影响、机制和评价都需要具体讨论。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1．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
尽管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不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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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其可以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等重大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支持和促进企业的发展，最终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最新公布的浙江百强民营企业呈现一个普遍特征:企业( 主) 都非常重

视党组织建设，并且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实现了业绩提升。比如，传
化集团始终坚持“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理念; 天能集
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强调，企业要“像搞研发一样抓党建”; 海亮集团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冯亚丽进一步指出: “海亮能有今天，与我们有一个
强有力的党组织是分不开的，党建工作是海亮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基

础。只有党建强，发展才有持续力; 只有发展强，党建才更有说服
力”。①

通过以上几个典型的小案例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 主)

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而这一机构的嵌入也为企业的发展和成长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绩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党组织建设帮助
企业提升绩效的作用渠道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一作用渠道在于，基层

党组织建设能够鼓励民营企业( 主)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到生产性活

动中，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水平。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具有政策渠道功能，能够使企业主更好

地掌握与企业发展相关联的信息和资讯，进而促进其对于生产性活动

投入的意愿和信心。首先，党组织与党和政府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对
各项政策法规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可以利用组织资源优势，及时、准
确地将外部环境的有效信息传递给民营企业主，减少他们对制度环境

的误判并降低适应环境变化的成本 ( 何轩、马骏，2016 ) 。尤其是通过
与上级党组织建立的联系，基层党组织能够作为一种桥梁，使得民营企

业更快、更全面地获悉党中央和省、市出台的扶持和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的政策措施，帮助其充分利用优惠政策以及市场供求信息，提升企业生

产性活动投入的积极性。其次，基层党组织是企业主可以公开利用的
政治信息渠道，当企业主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遇到困难( 比如，企业生

产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过度干预) 时，通过这一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

的渠道，企业家可以同上级党委和政府直接对话( 曹正汉，2006) ，及时
反映自身的诉求与愿望，也更容易接受并得到回应。在当下“亲”和
“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企业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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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沟通更加顺畅，党组织这一信息“桥梁”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在这一背景下，民营企业主将更有意愿和信心进行生
产性活动投入，而无需像以往那样，为了获得产权保护和必要的资源而

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政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最后，被执
政党选中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同类企业的佼佼者，企业主

容易产生自我认同感的膨胀，但又缺少思想和行动约束机制，进而进行

寻租等投机性行为( 陈东，2015) ，将不利于民营企业专注生产、管理与
创新等活动。此时，基层党组织拉近了企业主与政府、执政党的距离，
这一信息渠道可以使企业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反腐运动中进行非生

产性活动的成本，这种思想上的自我约束也会间接地约束他们的寻租

腐败等非生产性行为。
第二，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具有吸纳优秀人才和发挥人力资本优

势的作用。首先，拥有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更加重视党员人才的引
入，而党员往往又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群体，对他们

实行优先招聘录用、优先提拔晋升、优先提高待遇，大力提升党员在企
业中的地位，激发党组织发挥作用潜能，为推进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

动力( 黄琦、容剑锋，2011 ) ，这些党员人才的储备也是企业在生产、经
营和创新活动中的中坚力量。浙江民营企业奥克斯集团的党建工作就
体现出这一特点。奥克斯集团党委书记郑坚江指出，“奥克斯实现平
稳、顺利、快速发展的一大秘诀就是党建工作。可以说，党建工作丰富
了企业经营、管理文化，为企业引才聚才、凝聚人心、稳定队伍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① 同样的，在万向集团中，年轻党员身兼“青年政治辅
导员”，深入车间巡讲党课，与年轻员工谈人生，疏解工作压力，促进生
产动力……在万向，党员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促进企业生
产的重要源泉。其次，许多民营企业将内部非党员生产经营管理骨干
职工吸纳进党组织，通过主动引导和培训，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人力资本

优势。在此基础上，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具有优秀生产经营才能的党员
人才能够积极参与到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中 ( 王河，2002 ) ，为企业
进行生产性活动提供人才保障。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具有担当信息沟通渠道和人

才吸纳、激励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进而得以提升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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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当企业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时，企业的业绩将
受到何种影响? 这是接下来需要关心的问题。
一般而言，当企业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活动 ( 比如生产经营、创新)

投入时，企业的绩效将得到有效提升( Falk，2012 ) ，这一论断在宏观经
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也得到了验证( Baumol，1990; North，1990;
Sobel，2008) 。但在中国情境下，这一结论可能会受到质疑。在转型过
程中，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缺陷，很多领域的经济租金短期内将高

于生产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收益( 周方召、刘文革，2013) ，正式规则的
缺失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关系网络成为企业战略选择的首要驱动

力( Peng，2003) 。此时，日常经营和管理工作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保
障因素，但并不一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何晓斌等，2013) 。由此，
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可能并非总能提升业绩水平。故我们提出
两个竞争性的待检验假设:

假设 1a: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能够加强民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
意愿和能力，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假设 1b: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能够加强民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

意愿和能力，但无法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2．家族涉入影响下的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与企业绩效
相比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

地位决定了其作用的发挥还会受到企业内部力量的影响。具体而言，
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企业家族涉入的影响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采用家族式经营。家族涉入企业是家族企

业独一无二的特征，这包括家族所有、家族管理和治理等方面的涉入。
家族涉入使家族管理者和家族成员拥有塑造企业目标、战略和行为的
权力与合法性( Chrisman et al．，2012; Deephouse ＆ Jaskiewicz，2013) ，进
而家族可以凭借其企业主的地位行使更多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 Anderson ＆ Reeb，2003) 。而我们认为，家族涉入程度越深，企业基层
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到的限制就越大。
随着家族所有、家族管理和治理等涉入的加深，家族网络的封闭性

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人之间的信任主要存在于基于血缘或亲缘基
础上的家族关系网络内部( 福山，2001 ) ，而对外部则有排他性。社会
情感财富理论进而认为，将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和

参照点是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 Gómez-Mejía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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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7; Gómez-Mejía et al．，2011) ，而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
则成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内容( Berrone et al．，2012 ) 。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家族企业往往会增加对股权的控制、安排更多的家族成员
进入管理层和董事会，由此带来两方面的结果。第一，家族网络的封闭
性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更多地服从家族和企业目标，家族涉

入程度越高，家族和企业目标与党组织的政治目标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就越大，企业主往往会优先考虑家族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此时，企业
将把基层党组织排斥在核心的管理和决策层之外，进而阻碍党组织信

息沟通渠道作用的发挥。此外，家族企业的优势之一是其本身具有丰
富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非制度保护 ( 余明桂、潘红波，
2008;吴文锋等，2009 ) ，家族成员也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来更好地识别
和把握市场机会( Barney et al．，2002) 。此时，这些丰富的网络资源在
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党组织所能提供的信息和资源优势，进而弱化党组

织作用的发挥。第二，企业会排斥外部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企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人力资本资源。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
路径之一是吸收外部的优秀党员进入企业，并将内部有能力的员工吸

纳入党组织。但是，家族企业往往具有非对称性的利他主义 ( Schulze
et al．，2003) ，会将家族成员安排进企业或者管理层，即使这些成员能
力不足。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家族的控制，家族企业往往不愿意引入更
有能力的外部职业经理人，因此会削弱党组织吸纳优秀人才和发挥人

力资本优势的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家族网络的封闭性可能导致企
业排斥家族外部的特殊资源，从而丧失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机会( Sirmon
＆ Hitt，2003; Dyer，2006)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家族涉入的加深将削弱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

的信息渠道和人才吸纳、培育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随着家族涉入程度的加深，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将

被弱化。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 私) 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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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联合在 2010 年进行的第九次全国大规模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
数据库，数据合法来源为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数据库。本
次调查包含了我国境内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不同规模、不同行
业的民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按 0. 55%的比例对民营企业进行多阶段
抽样。共发放 4900 份问卷，回收 4614 份，总回收率为 94. 16%。我们
将变量存在明显不合理值以及存在缺失的企业样本剔除，最终得到

2183 家企业样本。

(二)变量测量

本文具体变量的测量( 即原始问卷中的问题) 和编码方法如表 2
所示。

1．因变量
企业绩效。在考察企业绩效时，现有研究主要采用资产回报率、净

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规模成长、绩效主观评价等作为代理变量。本文
将企业“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取自然
对数。

2．自变量
基层党组织。如果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则定义为有基层党组织

的企业，否则定义为未设立党组织的企业。
3．调节变量
家族涉入。一般而言，家族涉入包括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

入、董事会涉入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 Anderson ＆ Reeb，2003; Zellweger
et al．，2013; Deephouse ＆ Jaskiewicz，2013;陈凌、陈华丽，2014;李路路、
朱斌，2014;朱斌，2015) ，本文主要考察家族所有权的涉入和家族成员
董事会的涉入。家族所有权涉入是指家族成员所掌握的所有权益与企
业总的所有权益之比。家族成员董事会的涉入是指董事会中家族成员
的比例。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企业

家层面，包括企业家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党员身份、政治身份、制度
环境感知。第二个是企业层面，包括企业年龄、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
治理结构、上年度绩效水平、行业类型。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层面
的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地区和市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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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测量与设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因变量 企业绩效 企业的净利润和销售收入，取自然对数。

自变量 党组织
来源:在您的企业中，有无下列组织? ( ①股东会，②董事会，
③监事会，④中共党组织，⑤工会，⑥职工代表大会)
设计:重新编码虚拟变量，若选择④，则赋值 1，其他选项为 0。

调节变量 家族涉入
家族所有权涉入

来源:①2009 年底企业所有者权益中，您自
己占权益总额比例为多少( % ) ? ②2009 年
底企业所有者权益中，您的家族成员占权益
总额比例为多少( % ) ?
编码: ( ① +②) /100。

家族董事会涉入 董事会成员中家族成员个数比例。

控制变量

企业家性别 男性编码为 1，女性编码为 0。

企业家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家出生年份。

教育程度
分别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依次
赋值为 1 － 6。

党员 若企业家是党员，则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政治关联 若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制度感知

来源: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制订了一系列支持和引导个体、民
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对改变企业经营环境起到了什么作
用? ①放宽市场准入;②缓解融资困难;③加大财税支持;④支
持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⑤支持创业创新;⑥完善社会服务;⑦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⑧改进政府监管;⑨加强指导和政策监管。
九项问题回答 1 =作用显著，2 =作用不明显，3 =没有作用。
编码:将九个指标反转后加总平均。

企业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的
年份。

企业规模 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董事会规模 企业中董事会人数，加 1 取自然对数。

两职合一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个人，则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上年度绩效 企业上一年销售净利率。

市场化水平 各地区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总指数，数据来源于樊纲等( 2011) 。

地区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所在省市自治区，重新编码为 30 个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进行虚拟变量转换，包括农林牧渔
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技术、公共设施、
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等 19 个行业，重新
编码为 18 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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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从表 3 可
看出，企业党组织与净利润水平正相关。就控制变量来看，男性、教育
程度越高、具有党员和政治身份、两职合一、制度环境感越好的企业家
所在企业绩效水平更高。就企业层面而言，企业经营时间越长、规模越
大、资产负债率越高、董事会规模越大、上年度绩效越好，企业的净利润
水平越高。

(二)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STATA12. 0 进行数据处理，以检验前文假设。为了克服
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进行模
型估计。调节效应的检验分别采用分组回归和交互项的方式，其中，交
互之前将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所有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
线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1．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
表 4 报告了企业绩效对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和

( 2) 分别为以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
织与净利润( β = 0. 331，p ＜ 0. 01) 和销售收入( β = 0. 325，p ＜ 0. 01 ) 均
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
组织的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好的绩效水平。
为了验证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2SLS) 和倾向匹配得分法( PSM) 处理内生性问题。( 1) 2SLS。本文考
察的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
先，党组织变量可能与模型中的残差项相关。其次，企业的绩效和成长
可能也会影响民营企业中是否设立党组织。严重的内生性将使得模型
的估计系数有偏和不一致，故需要对模型进行内生性问题的检验。我
们选择企业“开办时的资产规模”作为党组织的工具变量。一般而言，
企业规模与党组织的建立有着直接关系，那些组织规模更大或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的企业更可能被党和政府“选中”，在其中设立党组织。虽
然企业开办时的资产规模可能会对当时的企业业绩产生影响，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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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具有持续作用并延续到现在。基于此，我们以企业“开办时的
资产规模”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表 4 中模型
( 3) 和( 4) 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净利润和销售收入均
显著正相关，表明本文的结论相对稳健。

表 4 基层党组织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回归方法

( 1) ( 2) ( 3) ( 4)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净利润 销售收入

FGLS 2SLS

党组织
. 331＊＊＊

( 3. 06)
. 325＊＊＊

( 3. 18)
8. 338＊＊

( 2. 31)
10. 52＊＊

( 2. 43)

性别
－ . 023
( － . 29)

. 083
( 1. 09)

－ . 101
( － . 47)

－ . 029
( － . 12)

企业家年龄
－ . 002
( － . 57)

. 011＊＊＊

( 3. 01)
－ . 024*

( － 1. 91)
－ . 016
( － 1. 11)

教育程度
. 126＊＊＊

( 3. 85)
. 095＊＊＊

( 3. 12)
. 047
( . 47)

－ . 0138
( － 0. 12)

党员身份
. 011
( . 16)

. 048
( . 75)

－ 1. 25＊＊

( － 2. 11)
－ 1. 553＊＊

( － 2. 19)

政治关联
. 325＊＊＊

( 4. 18)
. 378＊＊＊

( 5. 13)
－ . 326
( － . 93)

－ . 574
( － 1. 30)

企业年龄
. 016＊＊

( 2. 14)
. 013*

( 1. 80)
. 008
( . 44)

－ . 006
( － . 29)

企业规模
. 666＊＊＊

( 22. 55)
. 909＊＊＊

( 32. 56)
－ . 181
( － . 44)

－ . 270
( － . 55)

资产负债率
－ . 0006
( － . 54)

. 0067＊＊＊

( 5. 87)
－ . 005
( － 1. 34)

－ . 0017
( － . 33)

董事会规模
. 075
( 1. 38)

. 090*

( 1. 74)
－ . 582*

( － 1. 80)
－ . 774*

( － 1. 94)

两职合一
－ . 142*

( － 1. 89)
. 033
( . 47)

－ . 139
( － . 77)

. 102
( . 49)

上年度绩效
. 321＊＊＊

( 6. 73)
－ . 001
( － . 14)

. 079*

( 1. 65)
－ . 030
( － 1. 51)

制度感知
. 185＊＊＊

( 2. 92)
. 089
( 1. 51)

. 043
( . 26)

. 005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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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回归方法

( 1) ( 2) ( 3) ( 4)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净利润 销售收入

FGLS 2SLS

市场化水平
. 463＊＊＊

( 3. 12)
. 344＊＊

( 2. 48)
. 148
( . 44)

－ . 049
( － . 12)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4. 650＊＊＊

( － 3. 84)
－ 1. 533
( － 1. 34)

2. 719
( . 70)

6. 610
( 1. 42)

样本量 1986 2154 1986 2154

Prob ＞ F 30. 59＊＊＊ 63. 76＊＊＊

Adj R2 . 4762 . 6401

Wald χ2 616. 15＊＊＊ 923. 55＊＊＊

R2 . 4019 . 5392

注: ( 1) * p ＜ 0. 1，＊＊p ＜ 0. 05，＊＊＊p ＜ 0. 01。( 2) 模型( 1) 和模型( 2)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统计量，模型( 3) 和模型( 4)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Z统计量。

( 2) PSM。我们采用倾向值配对的方法( PSM) 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 Heckman et al．，1998) 。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在评估某一行为或
特征时，通过倾向得分值( PS值) 找到与处理组相似的控制组进行配对
分析，此时样本选择偏误就可以被有效降低，同时能够减弱控制变量等

可观察因素对考察变量的影响，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
首先，本文使用 Logit模型对匹配变量进行筛选，参与筛选的匹配

变量为本文回归模型中出现的所有控制变量，解释变量为 0 － 1 虚拟变
量，1 代表企业内建立了党组织，0 代表企业内未设立党组织，同时控制
了地区效应和年度效应。然后，基于 Logit模型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
倾向得分值( PS 值) ，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PS值进行配对。最后，我们采用“对被处理单位的平均处理效应”
( ATT) 来估计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ATT回归结果显示，ATT 平均处理效应为 0. 450，在 1%的水平上
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的，第三行报告了党组织对销售收入的 ATT 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ATT平均处理效应为 0. 307，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上述“最近邻匹配方法”按照 1 ∶ 4 的比例进行配比，我们还
分别按照 1 ∶ 1、1 ∶ 2、1 ∶ 3 的比例进行配比，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而且，我们采用“半径匹配方法”配对技术获得的结果与上述结果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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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质性改变。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企业和地区特征的影响后，建立
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比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绩效水平更高。因此，
在控制了模型内生性问题以后，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2．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绩效的渠道:生产性活动的中介作用
我们认为，生产性活动在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间充当中介机制。

为了检验这一猜想，我们建立了模型“党组织—生产性活动—企业绩
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其中，生产性活动的测量采用研发投资作为替
代变量，取自然对数。为了检验上述中介模型，本文参照温忠麟等
( 2005) 的做法，分三步来检验相关系数:第一步，将企业绩效对党组织
进行回归;第二步，将生产性活动对党组织进行回归;第三步，将企业绩

效对党组织和生产性活动进行回归。表 5 报告了中介效应的回归结
果。模型( 1) － ( 3) 报告了以净利润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结
果显示，生产性活动部分调节了党组织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
模型( 4) － ( 6) 报告了以销售收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结论
与上述结果相符。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对绩效的提升部分
是通过鼓励企业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投入来实现的，亦即，企业生产性活

动的投入是民营企业党组织挥发作用的重要中介渠道，本文假设 1a 得
到支持。

表 5 “党组织—生产性活动—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 1) ( 2) ( 3) ( 4) ( 5) ( 6)

净利润 生产性活动 净利润 销售收入 生产性活动 销售收入

党组织
. 331＊＊＊

( 3. 06)
. 506＊＊＊

( 6. 29)
. 209*

( 1. 95)
. 325＊＊＊

( 3. 18)
. 506＊＊＊

( 6. 29)
. 262＊＊

( 2. 56)

生产性活动
. 230＊＊＊

( 8. 11)
. 124＊＊＊

( 4. 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4. 650＊＊＊

( － 3. 84)
－ 1. 292
( － 1. 43)

－ 4. 262＊＊＊

( － 3. 57)
－ 1. 533
( － 1. 34)

－ 1. 292
( － 1. 43)

－ 1. 373
( － 1. 20)

样本量 1986 2154 1986 2154 2154 2154

Prob ＞ F 30. 59＊＊＊ 17. 69＊＊＊ 32. 16＊＊＊ 63. 76＊＊＊ 17. 69＊＊＊ 63. 64＊＊＊

Adj R2 . 476 . 321 . 493 . 640 . 321 . 643

注: ( 1)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2 ) 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
( 3) 受篇幅所限，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统计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7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党建也是生产力



3．调节效应的检验
表 6 报告了家族涉入( 家族管理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 的调节

效应回归结果。模型( 1) － ( 3) 报告了以净利润为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家族所有权涉入的交互项显著为负( β = － 0. 0073，
p ＜ 0. 05) ，党组织与家族董事会涉入的交互项为负但不显著 ( β =
－ 0. 349，p ＞ 0. 1) 。模型( 4) － ( 6) 报告了以销售收入为替代变量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家族所有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的交互
项均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涉入显著削弱了党组织对绩
效( 净利润) 的提升作用，亦即，家族涉入对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发

挥产生了约束作用。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

表 6 家族涉入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党组织
. 331＊＊＊

( 3. 06)
. 336＊＊＊

( 3. 11)
. 111
( . 82)

. 325＊＊＊

( 3. 18)
. 317＊＊＊

( 3. 11)
. 039
( . 34)

家族所有权涉入
. 0001
( . 08)

－ . 003＊＊

( － 2. 24)

党组织 ×家族所
有权涉入

－ . 007＊＊

( － 2. 20)
－ . 0005
( － . 18)

家族董事会涉入
. 205
( 1. 52)

－ . 101
( － . 86)

党组织 ×家族董
事会涉入

－ . 349
( － 1. 47)

. 322
( 1. 55)

性别
－ . 023
( － . 29)

－ . 025
( － . 31)

－ . 009
( － . 06)

0. 083
( 1. 09)

. 103
( 1. 34)

－ . 11
( － . 86)

企业家年龄
－ . 002
( － . 57)

－ . 002
( － . 66)

－ . 011*

( － 1. 78)
. 011＊＊＊

( 3. 01)
. 010＊＊＊

( 2. 92)
. 004
( . 84)

教育程度
. 126＊＊＊

( 3. 85)
. 123＊＊＊

( 3. 74)
. 173＊＊＊

( 3. 38)
. 095＊＊＊

( 3. 12)
. 089＊＊＊

( 2. 93)
. 159＊＊＊

( 3. 66)

党员身份
. 011
( . 16)

. 004
( . 05)

－ . 070
( － . 68)

. 048
( . 75)

. 044
( . 68)

. 099
( 1. 12)

政治关联
. 325＊＊＊

( 4. 18)
. 338＊＊＊

( 4. 35)
. 406＊＊＊

( 3. 66)
. 378＊＊＊

( 5. 13)
. 391＊＊＊

( 5. 29)
. 583＊＊＊

( 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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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 1) ( 2) ( 3) ( 4) ( 5) ( 6)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企业年龄
. 016＊＊

( 2. 14)
. 016＊＊

( 2. 13)
. 012
( 1. 02)

. 013*

( 1. 80)
. 013*

( 1. 88)
. 011
( . 99)

企业规模
. 666＊＊＊

( 22. 55)
. 663＊＊＊

( 22. 44)
. 696＊＊＊

( 15. 15)
. 909＊＊＊

( 32. 56)
. 907＊＊＊

( 32. 46)
. 926＊＊＊

( 22. 87)

资产负债率
－ . 0006
( － . 54)

－ . 0007
( － . 60)

－ . 0001
( － . 05)

. 006＊＊＊

( 5. 87)
. 006＊＊＊

( 5. 75)
. 007＊＊＊

( 4. 57)

董事会规模
. 075
( 1. 38)

. 059
( 1. 08)

. 591＊＊＊

( 3. 76)
. 090*

( 1. 74)
. 0695
( 1. 32)

. 390＊＊＊

( 2. 86)

两职合一
－ . 142*

( － 1. 89)
－ . 133*

( － 1. 77)
－ . 123
( － 1. 09)

. 033
( . 47)

. 032
( . 46)

－ . 007
( － . 08)

上年度绩效
. 321＊＊＊

( 6. 73)
. 319＊＊＊

( 6. 69)
. 161＊＊＊

( 3. 40)
－ . 001
( － . 14)

－ . 0004
( － . 05)

－ . 001
( － . 19)

制度感知
. 185＊＊＊

( 2. 92)
. 184＊＊＊

( 2. 90)
. 339＊＊＊

( 3. 24)
. 089
( 1. 51)

. 084
( 1. 42)

. 094
( 1. 05)

市场化水平
. 463＊＊＊

( 3. 12)
. 462＊＊＊

( 3. 10)
. 033
( . 14)

. 344＊＊

( 2. 48)
. 382＊＊＊

( 2. 74)
. 097
( . 50)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4. 650＊＊＊

( － 3. 84)
－ 4. 596＊＊＊

( － 3. 79)
. 416
( . 21)

－ 1. 533
( － 1. 34)

－ 1. 754
( － 1. 53)

－ . 553
( － . 33)

样本量 1986 1986 1036 2154 2154 1136

Prob ＞ F 30. 59＊＊＊ 29. 76＊＊＊ 16. 19＊＊＊ 63. 76＊＊＊ 61. 98＊＊＊ 32. 00＊＊＊

Adj R2 . 476 . 477 . 480 . 640 . 640 . 632

注: ( 1) * p ＜ 0. 1，＊＊p ＜ 0. 05，＊＊＊p ＜ 0. 01。( 2) 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统计量。

4．进一步分析:企业绩效变量的替代①

在上文中，我们使用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指标，

但这两个变量与企业规模有着非常密切关系( 尤其是销售收入) ，学者

们常常用它们作为测量企业规模的指标，因此可能导致本文的关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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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部分检验中，我们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和倾向匹配得
分值法( PSM) 进行模型估计，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而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并没
有获得与上述两种方法相一致的结论，这可能与我们工具变量 ( 开办企业时的资本规
模) 的选择有关。



论受到质疑。为了使得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我们进一步采用资产净
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作为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结
果显示，企业党组织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

收益率，但对销售净利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我们按照上文的倾向值配对的方法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ATT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企业和地区特征的影响后，建立
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比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绩效水平( 主要体现在

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 更高。
最后，我们分别采用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作为

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生产性活动中介作用的检验。表 7 的结果显示，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而

这一过程是通过引导企业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活动实现的。① 这一结果
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a。

表 7 “党组织—生产性活动—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资产
净利率
生产性
活动
资产
净利率
净资产
收益率
生产性
活动
净资产
收益率

销售
净利率
生产性
活动

销售
净利率

党组织
. 264＊＊

( 2. 31)
. 506＊＊＊

( 6. 29)
. 239＊＊

( 2. 07)
. 238＊＊

( 2. 01)
. 506＊＊＊

( 6. 29)
. 203*

( 1. 70)
. 005
( . 02)

. 506＊＊＊

( 6. 29)
. 011
( . 04)

生产性
活动

. 042
( 1. 37)

. 0594*

( 1. 86)
－ . 010
( － . 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927
( . 74)

－ 1. 292
( －1. 43)

1. 055
( . 85)

1. 000
( . 77)

－ 1. 292
( －1. 43)

1. 242
( . 97)

1. 434
( . 53)

－ 1. 292
( －1. 43)

1. 420
( . 52)

样本量 1947 2154 1947 1947 2154 1947 2154 2154 2154

Prob ＞ F 1. 52＊＊＊ 17. 69＊＊＊ 1. 53＊＊＊ 1. 42＊＊ 17. 69＊＊＊ 1. 46＊＊ 3. 53＊＊＊ 17. 69＊＊＊ 3. 47＊＊＊

Adj R2 . 016 . 321 . 016 . 013 . 321 . 014 . 066 . 321 . 066

注: ( 1)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2 ) 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
( 3) 受篇幅限制，只报告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

02

社会学研究 2018． 3

① 模型( 3) 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此时，需要进行 Sobel检验( 温忠
麟等，2005) ，回归结果通过了 Sobel 检验，表明生产性活动中介了党组织建立与资产净
利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分析了民营企业

内部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对企业绩效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如下:首先，
相比于没有基层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

绩效水平更高。这一过程的作用渠道在于，基层党组织通过其组织资
源优势，鼓励民营企业投入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最终提升了企业的绩效

水平。其次，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了基层党组织发挥信息渠道和人才
吸纳以及培育的作用，进而削弱了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首先，对于执政党而言，如何利用组织资源优势，将党组织嵌入到

民营企业中，对其进行监督和引导，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发展并承担必要

的社会功能，是执政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任务。从现实来看，近十年
来，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超过三成的民

营企业在组织内部建立了党组织。而且，这些基层党组织能够利用组
织资源优势来引导民营企业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的

成长绩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政党应该继续坚定民营企业党建工
作的决心和信心。
其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过去政商关系研究集中关注企业家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以
及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忽视了组织层面的因素，而在中国

近现代的政商关系发展脉络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渗透作用是不容

忽视的。由于个体层面的政商关系更多地表现出人格化、非正式的特
征，因而存在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寻租腐败活动。而作为组织层面的政
治联系，基层党组织有着较为严格的组织规范和规则，长期导向的、非
人格化的、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政治联系能够防止寻租腐败的滋生，继而
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提供组织支持。
再次，对民营企业而言，基层党组织的嵌入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营企业应适时、主动积极地靠近执政党，具体表现在强化党组织建
设、激发党组织活力。但是，当家族涉入程度过高时，党组织的作用发
挥空间会受到限制，对于绩效的提升作用也会被削弱。此时，家族企业
可以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选择合适的上级党组织对企业内部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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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进行监督和管理，进而使家族内部资源与党组织资源更好地融

合起来。此外，在新时期，除了企业家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以及与
官员的非正式联系，组织层面的基层党组织也是政治联系的一种重要

表现形式，而且基于组织层面的联系是一种更加正式的、健康的政商关
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渠道不仅包括谋取个
体层面的政治身份，同时还包括组织层面的基层党组织建立，将两者有

效结合，将是未来政商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
实际上，中国民营企业与执政党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互惠性和情

感性的“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使民营企业主形成并巩固了与执政党
的长期互惠关系以及彼此具有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它们
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共生的演化关系( 何轩、马骏，
2016) 。而基层党组织能够作为这种关系纽带的渠道和桥梁，增进执
政党和民营企业( 主) 的政治互信，这对于我国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

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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